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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
县域企业生产率异质性

———来自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的经验证据

徐　明　冯　媛∗

　本文以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建设作为自然实验,实

证研究了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对沿线县域企业的影响方向和机制.结

果发现,国道主干线会引致沿线县域企业生产资源向大城市集聚,
并且集聚程度存在产业异质性,其原因在于不同生产要素对交通条

件敏感度存在差异.尽管国道主干线促进了沿线县域企业专业化分

工水平,但由于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这些沿线县域企业难以与大

城市企业竞争并分享来自分工深化的效率提升和经济利益.
　交通基础设施,国道主干线,企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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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史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清晰表明,

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优化资源空间配置、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必

要前提.“大推进理论”认为交通基础设施是社会先行资本,是 “经济起飞”

的重要前提条件,必须优先发展.“要想富,先修路;公路通,百业兴”更是

道出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浩大、发展迅猛.

从１９９２年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到 ２００４ 年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 (“７９１８
网”),到２００７年国道主干线全线贯通、２００８年高速铁路开通,再到２０１３年

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１０４万千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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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网络系统,勾勒出了中国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宏伟画卷.其中,
主要于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修建完成的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是中国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史上具有标志性和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这为科学量化评估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影响微观企业效率和宏观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
当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交通基

建投资补短板,依然是现阶段投资重点,２０１９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确定

了本年度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完成公路和水路固定资产投资约１８万亿

元.１因而,研究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总量增长效应和分布效应 (异质性

效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理论上,交通基础设施建立了全国区域中心城市经济联系的通道,同时

将沿线中小城市连接起来,缩短了不同地区间的空间距离,通过压缩时空和

突破地域边界促进交通可达性、降低运输成本和提升交易效率,进而促进总

体宏观经济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交通基础条件改善也会引导经济资源和经

济活动的空间转移,改变区域经济空间分布结构和格局.一方面,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会消除市场壁垒、促进区域间市场整合和一体化进程,进而强化中

心城市经济资源向外围城市扩散,发挥 “涓流效应”对中小城市产生有利影

响 (BaumＧSnow,２０１０).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投资环境

优越、生产效率高,因而吸引外围中小城市经济要素向效率高的中心大城市

转移,通过 “集聚效应”(或 “虹吸效应”)对周边中小城市产生抑制作用

(Faber,２０１４;张克中和陶东杰,２０１６).这说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沿线

中小城市经济活动的影响方向在理论上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在中国转型期

经济情景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优化资源空间配置、促进大城市企业生产

效率提升和宏观经济增长的同时,对沿线中小城市微观企业产生了集聚效应

还是扩散效应? 进一步的,如果国道主干线建设使经济活动和生产资源向大

城市流动,那么这一过程是否在不同产业存在差异,以及存在何种作用机制?
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以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建设作为自然实验,采用地理信息数据

与大样本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匹配,研究了国道对沿线县域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方向、程度和作用机制.借鉴 Faber (２０１４)提出的 “假想直线树国道主干

线”２作为实际国道主干线的工具变量,缓解了本项研究的内生性问题.本文

１ https://mpweixinqqcom/s? __biz＝ MjM５NzUxNTgwOA＝ ＝ &mid＝２６５２５２０６６２&idx＝２&sn＝
０de０e５０fccf９４０１７０４８２１５０aad５c６０e１&chksm＝bd３６２７９９８a４１ae８ff７c２７１e４c４３c４０３１００６６b９８２d９f８４２７８９e５
３５cdd７３６c５１８９aeb３f２e５f１３１&mpshare＝１&scene＝２３&srcid＝０４０３usgUchqwP３８CI９InwzOt＃rd,访问

时间: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８日.
２ Faber (２０１４)独具匠心地利用算法中的 “最小生成树”这一概念来构建工具变量,引发了后续众多

研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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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第一,国道引致的生产资源从县域企业向大城市企业流动的集聚

效应是存在的,并抑制了本地县域企业生产率,即国道存在 “空间负溢出效

应”(张学良,２０１２).第二,国道建设对县域企业生产率的负向效应存在异

质性.由于不同生产要素的性质差异,即劳动和生产资料等中间投入品流动

对交通运输等硬性条件更敏感,资本和技术要素对市场环境、制度等软环境

更敏感,因而,相对于重工业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轻工业企业和

劳动密集型企业受运输条件改善引致的集聚效应更强,负向效应更大.第三,

机制检验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效应是国道影响沿线企业生产率的重要作用机

制.国道将沿途县域企业与大城市连接起来,提升了其专业化程度和分工水

平,但是由于处在区域产业价值链的低端,难以与大城市企业共享分工带来

的效率提升等利益,甚至要受优质生产要素向大城市集聚之所害.这表明,

国道建设并不能产生皆大欢喜效应,并非所有企业都可从中获益.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本文找到了国道主干线 “空间负溢出效应”

的证据,基于严格的实证检验为经济资源从边远中小城市向大城市集聚提供

了经验支持,丰富了交通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领域的研究,具有明

确的政策含义.第二,本文研究结论深化了对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微

观企业行为和生产效率作用机制的认识.基于分工效应的测度为理解大型交

通基础设施引致的 “经济分布效应”提供了新视角,验证和丰富了 “斯密分

工理论”.这对当前中国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具有借鉴作用,对中国参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贸易,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争取经济利益

亦有启示作用.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介绍国道主干线建设背景和述评相关文

献;第三部分介绍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描述典型事实;第四部分展示实证

研究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分析异质性效应和作用机制;第六部分总

结全文,得出研究启示.

二、“五纵七横”建设背景与文献述评

(一)建设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内地公路通车里程仅约 ８１ 万千米.

１９４９—１９６９年,在 “依靠地方和群众,普及为主”建设方针下,中国公路通

车里程增加了５５６万千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石油工业发展和民用汽车使

用对公路交通产生了新的需求.为此,在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建设方针下,

１０年间中国公路建设又增加了２５２万千米.遗憾的是,截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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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由于受技术和财力制约,中国修建的公路多属于低标准普及型,四等级

公路占通车总里程高达８６４％ (王克宝,１９９５).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对交通需求日益增加,大多数干线公路、

城市出入口和沿海发达地区堵车现象严重,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不能满足经济

活动对交通基础设施的需求,进而制约了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针对当时中国公路交通存在的主要问题 (建设长期滞后)和主要矛

盾 (供需矛盾),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交通部于８０年代末提出了 «“五
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布局方案,计划用２５年到３０年的时间,建

设３万千米左右、由汽车专用公路为主的高等级公路组成的国道主干线.

１９９２年,该方案得到国务院认可,１９９３年正式部署实施.值得一提的是,为适

应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活动对交通的需求,国务院于２００４年年底通过了建立

在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基础上的 «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 (即
“７９１８网”).

“五纵 七 横”国 道 主 干 线 建 设 目 标 是:用 ３０ 年 左 右 的 时 间 (１９９１—

２０２０),建成１２条国道主干线,连接首都、各省省会、直辖市、经济特区、

重要城市、工业中心、交通枢纽和重要对外开放口岸,覆盖全国所有人口在

１００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９３％的人口在５０万以上的大城市.３

国道主干线系统由 “五纵七横”１２条国道主干线和公路主枢纽及信息系

统构成,是全国公路网的主骨架,主要路线都采用高速公路技术标准.“五纵

七横”国道主干线总里程约３５万千米,其中 “五纵”主干线约１５万千米,

“七横”主干线约２０万千米.“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全部是二级以上的高

等级公路,其中高速公路约占总里程的７６％,一级公路约占总里程的４５％,

二级公路约占总里程的１９５％.４因而,改变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公路质量

不高、公路等级低的交通建设基本格局.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于２００７年年底提前实现了全线贯通５,从而构筑

了中国区域和省际横连东西、纵贯南北、连接首都的国家公路骨架网络,为

其他交通基础设施 (高速公路、农村公路、沿海港口、内河水运等)积累了

建设经验.

３ 根据１９９０年统计资料,规划中的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连接了全国５６７个城市中的２０３个城市,
覆盖约６亿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的７０％.
４ 资料来源:http://newscricn/gb/china/conference/zbnr０７１２１８htm,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５日.
５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建设历经１５年 (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完成,总投资约９０００亿人民币,大致经历了

稳步建设阶段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加快建设阶段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和全面建成阶段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其中,
１９９７年年底之前,建成里程占总里程的１０％;１９９８年,国务院决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亚洲

金融危机;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建成里程占总里程的 ８１％,即截至 ２００３年年底,建成里程占总里程的

９１％;到２００７年年底,“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全线贯通 (比预期提前了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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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评述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早已被大量文献所证实 (Aschauer,

１９８９;DurantonandTurner,２０１１;Donaldson,２０１８;张学良,２０１２).尽

管少数来自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研究指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有限 (Heintzetal．,２００９;DurantonandTurner,２０１２),这可能与欧美等

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较完善,因而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有关.

大部分研究证明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发展中国家的贡献,比如有文献证实

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的巨大促进作用 (Strauband
TeradaＧHagiwara,２０１１;Giordanoetal．,２０１２),也有研究基于印度 “黄金

四角”高速公路改造升级项目的自然实验,发现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优化了印

度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了产业增长 (Ghanietal．,２０１４).

对经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有文献测算了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张学良,２０１２).一些研究发现中国铁路

开通 (WangandWu,２０１５)和提速 (周浩和郑筱婷,２０１２)促进了沿线城

市的经 济 增 长.大 量 文 献 从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刘 生 龙 和 胡 鞍 钢,２０１１;

Faber,２０１４)和市 场 整 合 (颜 色 和 徐 萌,２０１５)、运 输 成 本 和 企 业 库 存

(ShirleyandWinston,２００４;李涵和唐丽淼,２０１５)、出口增长 (白重恩和冀东

星,２０１８)、全要素生产率 (刘秉镰等,２０１０)、空间溢出 (张学良,２０１２)、

资本流动 (Banerjeeetal．,２０１２)和资源配置 (郭晓丹等,２０１９;步晓宁等,

２０１９)等视角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证据.

区别于上述研究,本文基于大样本微观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１９９８—

２００７年中国国道主干线建设的 “经济分布效应”(economicdistributional

effect)６,即国道主干线建设的资源配置和效率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大城市企

业上,对沿途县域企业生产率造成了负向影响,因而国道建设对不同区域企

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级别异质性.从经验研究文献上看,Faber (２０１４)

以及张克中和陶东杰 (２０１６)的研究与本文最为接近.与此不同的是:第一,

鉴于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最终是反应在微观企业行为上,本文将研究样

本聚焦在更微观的企业层面,通过企业生产效率的相对变化识别国道主干线

建设引致的影响.在数据结构上,不同于Faber (２０１４)以及白重恩和冀东星

(２０１８)基于截面数据的传统做法,本研究在截面数据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为面

６ 新经济地理学上的概念,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引发经济要素的空间转移,
改变区域经济空间分布格局 (张克中和陶东杰,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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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数据进行实证识别,以相互印证,形成对照.第二,本文基于分工效应的

测度,探讨了国道主干线建设引致集聚效应的微观效应和传导路径,为理解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微观企业的机理提供新的视角,在理论上验证和丰富了

“斯密定理”,在实践上得出了具有实践价值的研究启示.

三、方法、数据与典型事实

(一)识别策略与估计方法

本文旨在识别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建设对沿线县域企业生产率的影

响效应.为此,本文以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国道主干线建设为自然实验,利用县级

城市微观企业样本进行研究.具体而言,以２００３年建成的国道主干线 (占总

里程的９１％)为基准,将距离国道主干线１０千米县级市范围内的企业作为处

理组,将远离国道主干线１０千米之外县级市企业作为对照组,以对比识别国

道主干线建设对沿线县域企业生产率的净影响.进一步的,为保证估计结果

稳健,本文也测算了企业与国道主干线的距离,以检验国道建设对企业的影

响程度与距离企业远近的关联.图１是本文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趋势图,可以看出经过本文样本筛选７,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处理组和对照组增长

趋势相近,这为本文实证估计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心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在样本期间内均高于外围处理组和对照组县市企业,并且呈年份增强趋势.

这意味着,大城市确实具有生产率优势 (郭晓丹等,２０１９),人力资本和生产

资源更多向大城市流动.这是本文探讨的集聚效应和空间负溢出效应的基本

前提和直观表现.

鉴于本文研究目标和识别策略,构建双重差分基准模型如下:

TFPit＝β１×Connecti×Postt＋β２×Connecti＋β×Xit＋γjt＋δd ＋εit ,
(１)

TFPit＝β１×Distancei×Postt＋β２×Distancei＋β×Xit＋γjt＋δd ＋εit ,
(２)

其中,i、j和t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TFP 是基于 OP法

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δ是县市固定效应,以控制可能影响被解释变量同时不

随时间变化的区域特征,如企业所在县市地理特征等;γ是行业虚拟变量和年

７ 在样本选择上做了如下工作:第一,将研究样本限定在县级城市范围内的微观企业,以保证企业同

质性,排除了事前企业城市级别异质性;第二,由于国道主干线连接大城市和重要港口城市,这些城

市附近的县级城市范围内的企业与边远县级市企业没有可比性,因而本文剔除了４８个国道主干线上主

要中心城市 (省会城市、副省会城市以及重要港口城市)半径５０千米内县级城市范围的企业样本.关

于时点选择,截至２００３年年底,国道主干线已建成了总里程的９１％,以２００３年为时间节点具有合理

性.在后文模型估计中以２００４年为节点以反映道路建成对企业影响的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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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动态趋势
　

份虚拟变量交乘项,以剔除行业层面的时间趋势因素影响;ε是残差项.
本文用两种方式测度国道建设与企业的联系,以形成对照.在式 (１)中,

用Connect表示企业是否处在距离国道主干线１０千米县市范围.在式 (２)
中,用Distance表示企业与国道主干线的实际距离 (取对数).Post 表示

２００４年前后.此外,参考本领域同类研究,控制了其他潜在因素X 的遗漏对

估计结果的影响.
考虑到国道建设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处理如下.第一,在样本筛选上,

本文剔除了国道连接的４８个中心城市附近５０千米范围的企业,以避开大城

市选址的内生性问题;针对县域城市选址内生性,借助县市固定效应控制不

随时间变化的地理特征和基期经济发展水平等事前因素.第二,参考 Faber
(２０１４)的做法,以４８个大城市为节点构造虚拟的 “直线树国道主干线”(即
连接这些大城市节点构造直线网络).其逻辑在于:国道主干线建设的宗旨是

连接重要大城市,因而大城市必须纳入国道主干线网络,基于这些城市节点

直线连接的路线距离短、成本低,是最理想和经济的施工建设方案.在其他

条件不变情形下,一个企业所在的县市是否恰好处在假想的 “直线树主干线”
附近可以看成随机事件,主观因素难以左右.因而,构造的 “直线树国道主

干线”可以作为实际国道主干线的工具变量.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分布

国道主干线各路段建设和开通时间来源于 «中国交通年鉴»(１９９２—２００８
年).地理行政边界数据 (２００８)和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地理数据来

自云南测绘地理信息中心.由于国道主干线建设主要发生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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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里程),本文研究目标限定在国道建设对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沿线县级城市范

围内微观企业的影响,在此期间中国行政区划有调整,本文以２００４年行政区

划为基准对样本信息进行校正.企业经纬度数据来自百度地图,并借助 ArcＧ
GIS１０２软件测算了国道主干线距离企业、市辖区中心点及边界的最短直线

距离.
本文微观企业数据来源于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并参照聂

辉华等 (２０１２)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最终得到８８６０２８个有效样本观

测值.其中,距离国道主干线１０千米县级城市范围内的企业观测值５２２０５３
个,占比５８９２％;距离国道主干线１０千米县级城市范围之外的企业观测值

３６３９７５个,占比４１０８％.主要变量、变量测度方法及其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测度方式及描述性统计８

主要变量及测度方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全要素生产率:OP法 ８８６６００ ８２３５ １０２１ ４８９１ ８２１６ １１３２７

生产效率１:工业总产值/职工人数 ８８６６００ ５２９ ０９８３ ２６２３ ５２４５ ８２９２

生产效率２:工业增加值/职工人数 ８８６６００ ３９２４ １０４７ ０５９４ ３８７７ ７０９９

生产效率３:销售收入/职工人数 ８８６６００ ５２２４ ０９９２ ２５６５ ５１８ ８２５７

交互项 (１０千米):是否国道主干线１０千

米内×post

８８６０２８ ０３５３ ０４７８ ０ ０ １

交互项 (５０千米):是否国道主干线５０千

米内×post

８８６０２８ ０５１５ ０５ ０ １ １

交互项 (距离):企业与国道实际距离对

数×post

８８６０２８ ５７８ ４８８３ －２１８２ ８０２８ １４１０１

工具变量:构造直线树国道主干线 ８８６０２８ ０５ ０５ ０ １ １

分工效应１:增加值/主营业务收入 ８７６９４７ ０３０２ ０１４３ ０ ０２８４ １

分工效应２: (增加值＋税金)/ (主营业

务收入＋税金)
８７６９４７ ０３０４ ０１４３ ０ ０２８６ １

长期投资:对数 ８８６５１５ ０８０２ ２２５２ ０ ０ １６４１１

工业销售产值:对数 ７７１１３８ １００２６ １１１２ ０ ９８４６ １７９９１

企业人力资本:年末职工对数 ８８６６００ ４７５１ １０１２ ２３９８ ４６８２ １１９２５

企业资本密度:人均固定资产对数 ８８６６００ ３５８１ １２６４ －６６２７ ３６３２ １００４８

８ 交互项 (距离)和企业资本密度变量的最小值均为正值,由于数值较小,取对数后为负值,特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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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要变量及测度方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企业经营时间:当年度与开办年份距离＋１ ８８６４７０ ７８５７ ５２３ １ ６ ２２

企业与大城市距离:企业与４８个大城市距

离对数

８８６０２８ １１５３４ ０４６９ １０８２ １１４６１ １３９４８

金融发展程度: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

GDP比值

８８５０４７ ０９０５ ０２１２ ０５５７ ０８５ ２４２４

(三)典型性事实:国道主干线建设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鉴于本文基准模型以企业是否在距离国道主干线１０千米县域城市范围为

基准.下面对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样本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核密度估计,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７年４个主要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结果

报告见图２.可以发现,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在２００４年前

后发生了逆转.这表明,国道建设对沿线县域企业生产效率产生了负向影响.
其逻辑在于,距离国道主干线越远的区域,企业受国道建设的影响越小,即

距离国道１０千米范围内企业受到的影响会强于１０千米之外的企业.国道将

沿线县域企业与大城市企业建立了联系,压缩了 “时空”,引致生产要素向大

城市集聚,从而降低了本地企业的生产效率.

图２　处理组和对照组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的动态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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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时点选择的补充说明:普通 DID有效性与渐进 DID弊端

从理论上讲,由于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各路段建成时间不同,应该

采用多时点的渐进DID进行识别.但是在实践中,国道主干线建设的特征决

定了渐进DID不一定合适,原因在于:尽管渐进 DID可以根据各路段建设年

份界定对应的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但是国道主干线对沿线企业发挥集聚效

应的前提是建成的路段要足够长,并且与大城市连接贯通,如果一条路线只

是中间某临近地级市路段建成联通,并不能对沿线县域企业发挥实质性影响,

即面向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十分有限.并且,路线建成对微观企业的影响存在

一定的滞后性.因而,本文基于国道主干线主要路段建成和全线贯通的地理

分布和年份情况,选择以截至２００３年年底建成的主干线构建单时点 DID可以

规避上述渐进DID在本文研究中存在的弊端,并且在识别上更有效.９

四、实证研究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和工具变量法

尽管国道主干线的建设方案由中央统一规划,每个县级政府难以主观影

响国道的铺设路线,因而具有较强的外生性.但是,在客观上不可否认,中

央制定路线方案时会考虑国道建设的经济效应 (连接经济较好的城市),以及

沿线城市地方政府的财力 (缓解建设成本压力),因而国道建设线路可能并不

完全随机.在此情形下,本文估计仍然可能受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影响.

对此,在本文样本筛选中剔除了４８个国道主干线上主要中心城市半径５０千

米范围内县级城市中的企业样本,并在基准模型中控制县市固定效应剔除国

道建设之前各县市初始经济条件的影响.进一步的,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以

应对来自内生性的干扰.由于国道建设目标在于连接全国大城市和重要城市,

以形成全国交通网络.本文参考Faber (２０１４)的做法,构造 “国道主干线直

线树”工具变量进行识别.

表２报告了国道建设对沿线县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基准估计结果.

其中,列 (１)至列 (４)为基于连续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列 (５)至列 (８)

９ 最理想的处理应该是基于每一条完整的线路分阶段识别,但由于数据所限,在面板数据时点处理上

不够精致.但基于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７年两年的截面数据处理,可以缓解上述问题.在面板数据之外,本

文还借助截面数据进行佐证研究,即采用２００７年和１９９８年两年截面数据进行估计,这样就排除了道

路建设年份变化的干扰.理论上,基于截面数据的估计,是国道主干线建成的综合效应,而面板数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估计的是２００４年之后的国道主干线相对于之前的平均效应,因而基于截面数据的估计

结果会大于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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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于横截面数据的估计结果;列 (１)、(２)、(５)和 (６)为固定效应 (FE)

估计,列 (３)、(４)、(７)和 (８)为工具变量 (IV)估计.以企业所在的县

级城市与国道主干线的距离是否在１０千米范围作为核心测度变量,并与时间

变量 (２００４年前后)交乘.交互项系数显示,不管是基于FE模型还是IV 模

型 (第一阶段F 值拒绝了弱工具变量原假设),均可得到相近的负向估计结

果,并且在１％水平上显著,即国道主干线建设对沿线县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造成了负向冲击.国道建设后,相对于远离国道的企业,靠近国道的企业生

产率增长相对缓慢了.为尽可能控制内生性的影响,后文所有估计均采用工

具变量法.１０

在理论上,企业距离国道越近受到的影响越大.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

情形下,如果相对于远离国道１０千米外的企业,靠近国道１０千米范围内的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更低,其根源只能归结于来自国道建设的影响.国道

主干线建立了大城市与县域小城市的经济联系,增加了不同区域之间的活动

往来,使得沿线县域企业经济资源流向更有效率的大城市.这表明,大型交

通基础设施可以通过网络属性将一个地区的经济要素转移到另一个地区 (张
学良,２０１２).

表２　国道主干线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是否连接测度 (１０千米)

模型

被解释变量

面板数据: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 截面数据: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７年

固定效应 FE 工具变量法IV 固定效应 FE 工具变量法IV

tfp_op tfp_op 第一阶段 tfp_op tfp_op tfp_op 第一阶段 tfp_op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交互项 (１０千米)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４∗∗∗ －００６６∗∗∗ －０１４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９)

是否连接国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０∗∗ ０１４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２)

企业人力资本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企业资本密度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企业经营时间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 感谢审稿人此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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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被解释变量

面板数据: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 截面数据: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７年

固定效应 FE 工具变量法IV 固定效应 FE 工具变量法IV

tfp_op tfp_op 第一阶段 tfp_op tfp_op tfp_op 第一阶段 tfp_op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企业与大城市距离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６)

金融发展程度 －０３５６∗∗∗ －０２５３∗∗∗ ００７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５３∗∗∗ －０２３９∗∗∗ ００３０∗∗∗ －０２３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７)

工具变量 ０４７６∗∗∗ ０４９６∗∗∗

(构造直线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年份固定效应 是 — — — 是 — — —

行业固定效应 是 — — — 是 — — —

县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效应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N ８８４８５２ ８８４８５２ ８８４８５２ ８８４８５２ ２１５１９１ ２１５１９１ ２１５１９１ ２１５１９１

AdjR２ ０３４５ ０３５７ ０８００ ０２１１ ０４１７ ０４３１ ０８５１ ０３１４

　　注:∗、∗∗、∗∗∗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县级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下文同.

为了与表２的检验结果形成对照,下面以新的方式测度企业与国道的连

接关系.第一,将企业是否在国道１０千米县域范围内,扩大到５０千米;第

二,以企业与国道距离对数进行测度.表３的估计表明,以５０千米为度量单

位仍然可以得到一致估计结果.１１距离交互项系数直观上表明,距离国道主干

线越远,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更准确的表达是,相对于远离国道的企业,
靠近国道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更低或增长速度更慢,即国道建设使沿途县域

企业生产资源向效率更高的大城市集聚,进而降低了本地企业的效率.

表３　国道主干线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是否５０千米连接测度和与国道距离测度

被解释变量

面板数据: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 截面数据: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７年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１) (２) (３) (４)

交互项 (５０千米) －００８７∗∗∗ －０２８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８)

１１ 此处以５０千米作为度量单位估计的负向效应,大于基准模型中基于１０千米的估计系数,是符合逻

辑的.主要在于,此处的对照组样本距离国道更远,其生产效率高于前者对照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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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面板数据: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 截面数据: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７年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１) (２) (３) (４)

交互项 (距离)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县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８８４８５２ ８８４８５２ ２１５１９１ ２１５１９１

AdjR２ ０３１１ ０３１２ ０２１５ ０２１５

(二)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估计

基准估计结果发现,国道建设显著降低了沿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是

这种差异是否在国道建设初期就存在呢? 即相对于远距离企业,靠近国道的

企业生产率本来就更低.在这种情形下,本文估计结果可能存在高估偏误;
在实证策略上,也与双重差分法的平行趋势假设相违背.鉴于此,本文检验

了建设初期１９９８年为基准的动态效应.图３显示,国道的 “建设冲击效应”
在缓慢形成,并在后期表现得十分显著,主要在于２００３年年底大部分建设路

段已联通.由于交通条件对微观企业影响的滞后性,上述影响主要体现在

２００４年之后的企业生产率上.

图３　动态效应:以１９９８年为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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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１２:考虑企业生存状态和空间转移效应

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以及空间转移会影响本文估计结果.下面考虑样本

期内企业的生存状态.为降低观测误差和国道建设时点的影响,此处采用

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７年截面数据区分国道全线开通后与建设初期.企业生存状态分

为新进、退出和存活三种情形.

表４的交互项系数和显著性表明,考虑企业进入和退出因素后,本文基

准估计结果依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文所有回归均剔除了４８个中心

城市５０千米范围内的企业样本,此处界定的处理组和对照组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７
年均存活的企业,实质上避开了企业与大城市之间的转移效应,因此表４中

列 (５)和列 (６)已经剔除了县域企业与大城市之间的纵向转移因素的影响,

但是仍然可能存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横向转移效应.

表４　考虑企业进入和退出效应 (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７年截面数据)

样本 剔除新进企业 剔除退出企业 一直存活的企业

被解释变量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交互项 (１０千米) －０２７０∗∗∗ －０１１８∗∗∗ －０２１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８)

交互项 (距离) ００８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６３５８３ ６３５８３ １７８８２９ １７８８２９ ２７４０２ ２７４０２

AdjR２ ０３１０ ０３３８ ０３１０ ０３２１ ０３５９ ０３６５

企业空间转移包括与大城市之间的纵向转移,以及样本内部处理组和对

照组间的横向转移.本文的样本界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纵向转移.表５
是考虑企业在国道１０千米内外横向转移效应的估计结果.基本思路是,由于

１２ 本文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比如,以企业与国道距离测度估计动态效应、采用匹配后的样本估

计、更换被解释变量度量方式 (以 “单位职工工业总产值”“单位职工工业增加值”和 “单位职工产品

销售收入”三种方式测算企业生产效率),以及改变国道修建时间节点 (选取截止到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７年

完成的道路作为基准路线).上述检验结果均支持国道建设负向影响沿线县域企业效率的基本结论.篇

幅所限,此部分进行了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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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转移存在较高的成本,企业一般是就近转移,因而对照组中靠近１０
千米区域的企业转移成本更低,转移到国道附近的概率更大.基于此,剔除

国道附近１０千米—５０千米区域内的企业样本后进行估计.表５中的列 (１)
和列 (２)显示,考虑企业横向转移效应后,面板和截面数据估计结果均支持

前文结论.由于列 (１)和列 (２)不能排除企业进入和退出,以及与大城市间

的纵向转移因素的影响,列 (３)和列 (４)是在列 (１)和列 (２)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虑样本时期内一直存活的企业,这样就同时考虑了横向和纵向两种

形式的空间转移效应.可以发现,国道建设对沿线县域企业的负向效应依然

存在.在中国各地区 “为增长而竞争”的现实约束下,企业搬离原始地区会

受到当地政府很大的阻力.在这个意义上,企业转移是有限的,而新企业建

立是受鼓励的.上文表４的列 (５)和列 (６),以及此处表５的列 (３)和列 (４),
剔除了新进企业的干扰.

表５　考虑企业转移效应:国道１０千米内与国道５０千米外

样本 剔除１０—５０千米的全样本 进一步考虑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存活企业

数据和模型 面板:IV 截面:IV 面板:IV 截面:IV

被解释变量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１) (２) (３) (４)

交互项 (１０千米) －００９２∗∗∗ －０２２３∗∗∗ －０１８６∗∗∗ －０３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县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６４８８９２ １５６５２６ ６０５７２ ２０２１０

AdjR２ ０３１１ ０３２５ ０３４３ ０３６２

五、进一步研究:异质性分析与机制检验

(一)异质性分析１３

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类别区分了轻工业和重工业,这为本文异质性分

析提供了基础.相对于重工业企业,轻工业企业更容易受市场整合和经济一

体化、市场范围和规模扩大等因素的影响.在理论上,国道建设建立了全国

１３ 由于本文研究的样本已经剔除了中心城市５０千米区域的企业,因而本文识别的主要是国道主干线

建设对中小城市企业的影响.故,此处的异质性检验没有研究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异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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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通可达性,打通了不同城市之间经济活动的空

间壁垒,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交易效率、拓展了市场半径.由于不同性

质企业对交通条件和市场环境变化的反应存在差异,因而本文预期国道建设

对沿线县域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企业性质异质性.表６实证结果显示,相

对于重工业企业,国道建设对轻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强烈,即轻工

业企业生产要素向大城市集聚效应大于重工业企业 (PartA).进一步的,本

文参考郭晓丹等 (２０１９)行业要素密集度分类标准,将县域企业重新分类为

劳动密集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新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报告表明,劳动密集

型企业受国道主干线影响显著更强烈 (PartB),这进一步支撑了PartA 的实

证发现.

表６　异质性检验:不同类型企业对交通条件的敏感度差异

测度方式 以是否连接测度 (１０千米) 以与国道距离测度

数据和模型 面板:IV 截面:IV 面板:IV 截面:IV

被解释变量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１) (２) (３) (４)

PartA:轻工业与重工业

交互项×是否轻工业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县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６５７７７１ １８０３９９ ６５７７７１ １８０３９９

AdjR２ ０３４０ ０３７６ ０３４１ ０３７７

PartB: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交互项×是否劳动密集型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县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８８４８５２ ２１５１９１ ８８４８５２ ２１５１９１

AdjR２ ０３４６ ０４１７ ０３４６ ０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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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用机制检验

１ 价值链分布与分工效应１４

“斯密定理”认为生产效率的提升来自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而分工程度受

市场范围限制.既然国道拓展了市场范围,那么势必会影响企业生产专业化

和参与市场分工深度,因而国道建设引致的分工效应可能是其影响沿线县域

企业作用机制的重要线索.试想,尽管国道沿线企业借助交通条件参与到全

国市场并提升了自身专业化分工水平,但是如果这些企业长期处于全国产业

价值链低端,势必难以与国道沿线大城市企业竞争,并分享来自分工深化的

效率提升效应.下面对此理论猜想进行实证检验.
“纵向一体化”与 “专业化分工”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体两面.本文

参照范子英和彭飞 (２０１７)的做法借助 “价值增值法” (Adelman,１９５５)和

“修正的价值增值法”(Buzzell,１９８３)度量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１５,从而间接

估计企业分工效应.如果国道建设负向影响了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那么可

以认为是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表７估计了国道对企业纵向一体化,以及

将纵向一体化变量加入基准模型后国道对沿线县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

结果.列 (１)和列 (２)显示,相对于国道１０千米之外的企业,１０千米之内

的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显著更弱,即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显著更强.进一步的,
列 (３)和列 (４)表明,两种方式度量的分工效应均可以解释一部分国道建

设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渠道过程.同样,列 (５)—(８)表明,以企业与国道的

距离作为测度指标也验证了分工效应的传导机制是成立的.
这表明,国道主干线建设导致沿线县域企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提升进而

影响企业生产率的中间机制,可以解释其对企业生产率总体效应的大约

２１％—２５％.问题在于,既然国道促进了企业分工水平,为何又降低了企业

生产率呢? 解释如下:国道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经济活

动互通互联的桥梁,促进了要素向更有效率的地方流动和优化区域空间配置,
并且增进了不同城市不同地域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市场一体化和分工深化

改进了全国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早已被大量文献证实 (步晓宁等,２０１９).
本文研究进一步发现,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引致的分工效应,进而对企业

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强烈的 “城市级别异质性”.即:一方面,分工和专业化提

升了大城市企业生产率和全国宏观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同样的分工和专业

１４ 为了更全面测度国道主干线修建完成相对于建设初期的分工效应,此处采用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７年两年

截面数据进行实证估计.
１５ 一体化１ (价值增值法)＝工业增加值/主营业务收入,一体化２ (修正的价值增值法)＝ (工业增

加值－税后净利润＋正常利润)/ (主营业务收入－税后净利润＋正常利润);且剔除缺失和偏离合理

值域 (０,１)的样本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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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又降低了小城市企业的生产率.其原因在于,国道沿线小城市企业尽管借

助交通条件改善进入了全国产业分工价值链１６,但是由于处于价值链的低端,
且优质的经济要素 (中间产品和劳动等)向大城市集聚,因而难以获得来自

产业分工的经济利益.

表７　机制检验:分工效应及其中介过程 (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７年截面数据)

被解释变量

以是否连接测度 (１０千米) 以与国道距离测度

一体化１ 一体化２ tfp_op tfp_op 一体化１ 一体化２ tfp_op tfp_op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交互项 －００１５∗∗∗－００１５∗∗∗－００９９∗∗∗－０１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纵向一体化１ ２２６１∗∗∗ ２２６１∗∗∗

(分工效应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纵向一体化２ ２２３６∗∗∗ ２２３６∗∗∗

(分工效应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２１２３５８ ２１２３５８ ２１２３５８ ２１２３５８ ２１２３５８ ２１２３５８ ２１２３５８ ２１２３５８

AdjR２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２ ０３２５ ０３２２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１ ０３２４ ０３２１

Sobel检验 中介效应显著 中介效应显著

中介效应
分 工 １＝００３４ (２５６％);分 工 ２＝

００３４ (２５４％)

分 工 １＝００１１ (２５０％);分 工 ２＝

０００９ (２１４％)

２ 长期投资与产出分化

理论上,国道改善了沿线企业参与其他区域的交通成本和交易费用,因

而企业的长期投资势必会增加.值得关注的是,投资增加是否会增进企业产

出业绩呢? 接下来检验企业长期投资与产出分化现象.

把企业长期投资和工业销售产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

报告为表８.列 (１)和列 (２)表明,由于国道扩展了市场半径,推进了市场

一体化进程,因而相对于远离国道的县域企业,国道沿线县域企业借助得天

独厚的便利交通条件,提升了其长期投资水平.然而遗憾的是,投资增加的

结果并没有导致本地企业销售产值相对应的增长 (列 (３)和列 (４)).这表

１６ 本文借鉴 Koopmanetal．(２０１０)的方法,基于企业增加值测算了全国各地区企业价值链地位指数,
基于此可以得到处理组、对照组以及中心城市企业价值链动态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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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国道沿途县域企业尽管借助有利的交通条件参与到了全国生产价值链,

但是并没有给本地企业带来实质性经济收益.不难理解,关键制约在于沿线

企业处于全国产业价值链低端,难以借助分工效应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增进.

表８　机制检验:对投资及其工业产值的差异化影响

被解释变量 ln(长期投资) ln(工业销售产值)

数据和模型
面板:IV 截面:IV 面板:IV 截面:IV

(１) (２) (３) (４)

交互项 (１０千米) ０１００∗∗∗ ０２８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县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８８４７６７ ２１５１７５ ７６９３９１ ２１５１６５

AdjR２ ０１８５ ０２１２ ０４７５ ０４７２

３ 生产要素流动还是企业迁移?

在理论上,国道加强了不同区域之间的交通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如果优

质企业从沿线县域城市向大城市迁移,留下生产效率较低的在位企业,也会

导致县域企业整体生产率下降.那么是否存在这一情形呢? 下文的检验排除

了这种情形.

从图４可以看出,相对于远离国道的县级城市,国道沿线县域企业数量

不减反增.从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看,企业投资规模也有所扩张.这表明:

一方面,交通条件改善加强了沿线县域企业与国道连接的大城市的联络,增

加了投资机会,因而投资有所扩张;另一方面,由于县域企业的本地属性,

国道主干线引致的集聚效应主要是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向大城市流动,而不

是企业整体迁移.这与张天华等 (２０１８)和郭晓丹等 (２０１９)的研究一致.

因而本文估计的效应主要是基于劳动和中间投入品等经济要素流动引致的国

道沿线县域企业生产率变化,而不是企业整体迁移.前文对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一

直存活企业的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１７

１７ 为进一步探讨国道建设引致的企业进入因素的潜在影响,本文借鉴 Brandtetal．(２０１７)的方法分

解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结果表明,国道建设吸引了大量企业在国道沿线区域选址进入.进入效应是国

道建设正向影响沿线县域企业的重要机制,但并不能抵消国道建设对在位企业的负向冲击.因此,如

果考虑企业进入因素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也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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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和企业数量动态变化趋势

综上所述,本文多种检验结果和机制探讨,均支持国道建设使得沿线县

域企业生产要素借助便利的交通条件向大城市集聚的基本结论.本文并非否

定交通基础设施在促进区域一体化和改善经济资源空间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比如,交通条件改善后,人口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在全国层面和人均意义上实

现区域经济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陆铭,２０１７).本文试图从生产要素向大

城市集聚和分工专业化的视角,探索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资源空间

分布的异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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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不仅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直

接推动作用,还会间接改变经济资源空间分布,对微观企业生产率产生 “城

市级别异质性效应”.“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建设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

型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改善的标志性事件.２００７年国道主干线全线通车具有里

程碑意义,对中国区域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对沿线中小

城市微观企业主体市场扩张和生产行为产生着长期持续影响.

本文以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建设作为自然实验,采用大样本微观企

业数据,实证研究了国道主干线建设对沿线县域企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

究结果表明:第一,国道建设存在 “空间负溢出效应”.国道将全国人口众多

的大城市连接起来,增加了城市间的互联互通程度和交通可达性,但是没有

被直接连接的沿线县域城市企业受大城市集聚作用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

发现,大城市对县域小城市企业的集聚主要表现在劳动和中间投入品等生产

要素,而不是企业迁移.第二,国道对沿线县域城市的集聚程度存在行业异

质性,由于劳动和中间投入品流动对交通运输条件更敏感,轻工业企业和劳

动密集型企业受集聚效应影响更大.第三,国道引致的分工效应是其产生影

响的重要机制.国道建设将沿线县域企业纳入全国市场,导致市场范围扩展、

企业专业化水平提升和分工程度深化、长期投资增加、自身规模扩张,但是

由于处在全国产业分工价值链低端,难以获得分工水平提升带来的效率增进

和经济利益提升.

上述研究发现,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全面理解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

不同城市企业生产效率的异质性影响,即生产资源和要素向大城市集聚的

“经济分布效应”.第一,在关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要

注意到,交通条件改善会导致经济资源重新配置,引发经济分布效应.这需

要得到地方政府和政策制定者足够重视.第二,国道主干线沿途县域企业要

借助交通便利条件加强中小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整合优势资源、发展具有

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本文研究对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地区企业参与全国市场

竞争和产业分工,乃至中国参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全球产业

价值链分工,争取来自市场整合和市场竞争带来的分工利益具有重要实践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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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andCountyＧLevelEnterprise

ProductivityHeterogeneity
—EmpiricalEvidencefromtheMainRouteofthe

“FiveVerticalandSevenHorizontal”NationalHig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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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fiveverticalandsevenhorizontal”nationaltrunksystem (NTS)istaken
asa naturalexperimenttostudytheimpactand mechanism of NTS on countyＧlevel
enterprisesalongthesystem．ItisfoundthattheNTShasledtotheaccumulationofproducＧ
tionresourcesofcountyＧlevelenterprisesalongthesystemtolargecities,andthedegreeof
agglomerationhasindustrialＧlevelheterogeneity．AlthoughtheNTShaspromotedthespecialＧ
izeddivisionoflaboramongcountyＧlevelenterprises,itisdifficultfortheseenterprisesto
competewithbigＧcityenterprisesandshareefficiencyandeconomicbenefitsfromthedeepeＧ
ningoflabor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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